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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研顺   

【摘 要】秦之文化政策非独重法家思想，其焚书坑儒并非只针对儒家，其目的是禁私学，将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一，而非文化灭绝。秦之政治运作和社会管理，带有明显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特征，民众文化教育和生产生活深受律令和基层官吏的控制，秦由此压抑了游士私学对民众的影响。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为后世所批评和借鉴，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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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作与社会管理，都要求思想文化与之一致，并能为其提供相应的方法论指导。秦并天下，制政作令，改革行政，强化社会管控，就其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而言，历来争讼纷纭，有人认为秦以法家为统治思想并亡于法家，[footnoteRef:0]并以其禁游学、焚书坑儒为佐证，也有人提出秦之统治思想不可简单归于法家，其速亡也非法家之故。[footnoteRef:1]但深究史籍所述，焚书坑儒的过程和目的，与传统观点存在较大差距，笔者认为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将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一，并非文化灭绝！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出土资料的不断整理，我们可以发现，秦承战国授田制度，在统治思想上兼收诸家之长，在文化政策上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而强化集权并保障对统治者社会的管理控制。秦文化政策的优劣不断为后世所评述和借鉴，其影响深远。 [0:  如熊铁基认为秦实行“以法为教”的统治思想（见其《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和思想统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王克奇认为：“商鞅入秦变法，始将法家学说带到秦国，从此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的统治地位。”（见其《秦代政治思想简论》，《东岳论丛》，1989年第2期。）白兴华指出：“法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是最早与现实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一家。法家思想成为秦国政治的主导思想之后，使秦国的国力持续发展，指导秦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在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起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而且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上的彻底法家化。”（见其《论秦汉政治思想的演变》，《淮北煤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  [1:  如刘泽华认为：“秦始皇在思想文化上，开始采用以法家为主、兼蓄并用其他学派思想学说的做法，阴阳家、儒家、道家、宗教神学都有一定地位。”（见其《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朱伟明提出秦统治者除崇尚法家思想外，也兼采儒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见其《法家思想不是秦代唯一的立法指导思想》，《上海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黄宛峰以秦始皇刻石为据，分析认为秦“以法治为根本，兼收并蓄儒、道思想的倾向”。（见其《从东巡看秦始皇对统治思想的探索》，《南都学坛》，1995年第4期。）徐卫民同样认为秦统治思想以法家为主，但同时采用了其他对其统治有用的思想，并强调把秦速亡归咎于法家是汉代学者的发明。（见其《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灭亡关系新论》，《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一、焚书坑儒辨正

秦行商君之术，国势日强并最终一统六国，此后又有“焚书”、“坑儒”之举，招致后世儒者批评达千年之久，并将其视作秦行苛法、灭绝文化的关键佐证。但深究史籍所述，焚书坑儒的过程和目的，与传统观点存在较大差距。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以仆射周青臣为代表的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期间歌功颂德之词“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被博士淳于越直斥为面腴；后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却为身为丞相的法家代表李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驳斥，‛因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孚、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请禁便。3
秦自商鞅变法后，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的高效和丞相李斯的能干，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以上便是李斯焚书论。  
焚书的火焰还未满两年，深感自为凑数的方士侯生、卢生（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以始皇贪权势已至无可附加，未可为求仙药的理由逃亡。始皇闻之，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footnoteRef:2]此之谓坑儒也。 [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焚书坑儒事件长久以来被视作秦独重法家，灭绝文化之举，自汉代以来就深受世人诟病。但是，深究焚书坑儒过程，我们当可发现其并非如此。
首先，焚书坑儒并非文化灭绝，更不是针对儒家。秦始皇并没有真正打算消灭儒家，所焚经书，是史官所记“非秦记”者、非博士所传习之诗、书、百家语者，那么，史官所传“秦记”尚存，而诗、书、百家语也可被博士存习，此外，“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因此，所谓始皇“焚书”，乃是限定了各类书籍的保存研习群体和渠道，并非一概销毁。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翻阅过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所引证的材料，不仅有诸子百家语，而且还有先秦诸侯列国史官的记载。清朝人黄石牧也说过：“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footnoteRef:3]而所谓坑儒，坑杀者也非独儒生，尚有文学、方士等群体，其起因也并非针对儒学，而是侯生、卢生欺诈始皇并流言诽谤，才引来“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并“坑之咸阳”之举。所以，焚书坑儒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针对儒学并灭绝文化。 [3: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五。] 

其次，焚书坑儒也非秦独重法家的表现。统一思想，凸显天子权威，并强化社会管控，并非法家所独有，儒家、墨家、道家等先秦显学对此皆有详细论述。如墨子曾言：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直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重，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他又认为想要使天下不乱，则应当：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意，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意。……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footnoteRef:4]道家代表庄子：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圈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发，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footnoteRef:5]春秋以降，王纲解纽，诸侯割据，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知识阶层基于不同角度和层面，不断探讨其究竟所以，并形成各种社会见解、政治主张，遂有诸子争鸣之局。虽然貌似“道术为天下裂”，但究其根本，则无不以政治一统为最终目的和逻辑指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footnoteRef:6]焚书坑儒之举虽失之激烈，但统一思想，强化社会管控则是必然。将其归咎法家，有失公允。 [4:  《墨子》。]  [5:  《庄子·天下篇》。]  [6: 5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8页。

] 

第三，据史籍所载，秦笼络各类人才，兼收诸家思想，一直是其奉行不悖的传统，并形成了相关政策。如统一前，吕不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乃使其客人人著
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footnoteRef:7]对关东六国尤其齐、鲁之士实行了开放、容纳及礼遇的对策。据史载：秦开国时置博士员甚众，基本上是齐、鲁之旧儒生。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footnoteRef:8]至此可以看出秦始皇对儒生比较优待的，反映出文化上较开放和兼容。若言秦独行法家，灭绝文化，于此岂不自相矛盾。 [7:  《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8:  《史记·封禅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将焚书坑儒视作秦独重法家、灭绝文化的佐证是不合理的，这不过是始皇帝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手段而已。焚书的意义不在焚了谁的书、焚了多少书，“坑儒”的意义也不在于诛杀了谁、诛杀了多少，而在于通过这种手段释放出一种信号：天下一统之后，政治权威即文化权威，文化的取向和标准，不能以游学诸子百家为准，游士和私学若想存续，必须顺从官府，依循天子意志。这与废分封行郡县，除井田行阡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既然文化政策的取向和标准不以游学诸子百家之言为准，那么秦帝与朝廷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可惜，秦之短祚与史籍所述阙如，使人们对这一问题难有定论。但近来地下资料的出土和整理，则为我们揭示了秦在确立统治思想，制定文化政策，特别是基层官府执行相关文化政策的概况，表明秦在严格控制民众行为的同时，施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从而强化了对社会的管控，保障了天子意志的贯彻。

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秦改革行政，制政作令，施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强调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统一，压制游士私学的存续，严格控制民众行为和思想，为此，秦施行授田制，并颁制了系统的法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有效保障了统治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首先，官府对小农之家控制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其各类法令、政策的执行效果，为贯彻天子意志，保障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实施，秦承战国授田制度，严格民户名籍管理、田宅授受和赋役征缴，从而将民户束缚于土地之上，其生产生活受到官府的系统组织和管理。从睡虎地秦简相关资料来看，秦对全国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登记，建立户籍制度，对编户民的家庭结构、年龄、爵位等进行数理，在此基础上以每夫百亩（良田）的形式加以授受，并规定编户民所应缴纳的赋税徭役数额。为保证编户民力地于田，秦又颁定各类法令条文，系统规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努力促使其与时偕行，从而保障编户民的存续和政权的稳定。由此，民众被牢牢束缚于土地之上，生产受官府组织，生活受官府管理，日常被官府程序，其行为和思维紧紧围绕官府运作，官府由此隔离了游士私学百家语对编户的影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得以切实的贯彻和施行。
其次，官府规定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焚书坑儒之事时，已经提到，史官所记“秦记”尚有保留，博士官也可以保留诗、书、百家语，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并未禁止传习，因此可以看出，民间所能学习者，至少包括“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要想学习诗、书、百家语，则必须跟从博士。可见，秦规定了文化教育的内容，并规定了教育的方式，即从官而学，不得从游士私学。这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也能看到，如“令史毋从事官府。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footnoteRef:9]所谓“学室”即官方所设教育场所，而且，其学习也必须在官府的监管之下。 [9: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8页。] 

第三，以法为教。法令作为管理民众、控制社会的举措，自先秦以来就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并在具体的行政运作中加以践行。韩非认为“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footnoteRef:10]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footnoteRef:11]《商君书》也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footnoteRef:12]为此，官府的要求民众所遵行之事，皆应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并以国家力量为保障，强制民众遵奉，以此强化对民众的控制和管理。《睡虎地秦简》所包含的户籍编伍、田宅授受、农业生产组织管理、手工造作、畜牧养殖、官吏职责、赋役征缴等内容，皆是法令形式，而且务求通俗明了，以符合“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的要求，生动地揭示了秦“以法为教”的具体情形。在文化教育方面，秦同样强调要对相关内容进行法令形式的规定，如《睡虎地秦简》记：“令史毋从事官府。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footnoteRef:13]对于受学者的资格，教育的形式等都是法令明确规定的。法令具有强制性，并体现了天子的权威性，遵循法令即认可天子权威，否则，违逆法令即否认天子权威，不但为天子不容，也必被法令严惩。如此，则人皆不敢非议其上，顺从遵循法令，天子意志和权威也顺利渗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世界中了。 [10:  《韩非子·心度》。]  [11:  《韩非子·五蠹》。]  [12:  《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  [13: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內史杂》。] 

第四，以吏为师。法令的制定和践行，离不开各级官吏的推动，特别是在识字率不高的秦代，普通民众对文字案牍并不熟悉，如果对应法令条文不能了解，也就谈不上遵奉问题。因此，秦在系统制定各类法令条文的同时，也严格规范各级官吏职责，强调“以吏为师”。秦各级官吏必须明习律令，《商君书》强调“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睡虎地秦简》曰：“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也），”[footnoteRef:14]对于上级传达的律令条文，必须明布以使民知之，“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footnoteRef:15]而近年出土了大量秦简中包含有很多《日书》，其内容涉及动土、祭祀、婚假、冠带、生育、病疗、赴任、饮食、制衣、居室、探病、出行、交易、收藏等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日书》是作为官吏施政的指导手册使用的，体现了基层官吏在督导民众生产生活时，也担负着各类思想文化、经验知识的普及工作。因此，民众虽知识水平有限，但通过各级官吏的宣讲教化，仍然能够知悉国家律令，进而调整自身行为，避免因不知法而受罚。如此，基层官吏既是各类生产的组织者，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管理者，更是文化教育的传导者，构成统治者与基层民众联结的关键环节，民众以吏为师，也就遵循了天子意志。 [14: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年第6期。]  [15:  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一）》，《文物》，1976年第6期。] 

第五，秦还制定了各类律令，明确划分了相应的奖惩举措，保障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效果。对于文化教育，前文《睡虎地秦简》所述“非史子”不能于“学室”学习，如果违反，即视作“有罪”。为了保障文化政令和法律的传达、宣教，秦施行文书制度，对传送相关文书予以细致规定，如《睡虎地秦简》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殹（也）。书有亡者，亟告官。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书廷辟有曰报，宜到不来者，追之。”[footnoteRef:16]对于应传送的文书，应该对收发日期等记，并及时回复，若有遗失，则必须告官，对于传送文书者，也有规定。对于上级传达的律令，“为（伪）听命书，法（废）弗行，耐为侯（候），”[footnoteRef:17]不听命执行，应处以耐刑，可见，各类监督措施也是细致而明确的。 [1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1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由此可见，秦的文化政策，特别是在基层社会层面上，带有非常明显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特征。普通民户的教育学习、生产生活等方面，处处都有法令规定，并有相关官吏负责。秦藉此将民众的生活和思想世界严格控制，压抑了游士私学对民众的影响，形成了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相适应的文化策略，由此，“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footnoteRef:18]    [18:  《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 


三、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影响
首先，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强化了行政效率。秦在弱民的同时，通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将基层社会的文化、政治、律法等事务的组织管理归纳于基层官吏，使之成为基层社会生产生活的中心，民众的衣食起居、生产劳作、信仰祭祀等皆受官府控制和引导，使官府与民众紧密结合在一起，既避免了游士私学纵论官府而弱化民众对官府的信服和遵奉，又使基层官吏组织管理民众生产生活有了坚实的基础。基层官吏基于吏职，为完成层层分解下来的赋役征缴任务，无不因循朝廷政令和律令，严密管控基层社会各类生产生活事务，以求上计时有好的表现而能积功升迁，因此，朝廷政令和律法能够得以迅速贯彻和执行，避免了各级官府间虚与委蛇，从而提高了行政运行的效率，有力促动了社会的稳定。
其次，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有利于贯彻君主意志，强化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在这一政策之下，被监管控制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各级官吏同养不可能逃脱其外。从相关简文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生产生活和信仰祭祀等各类事务的开展都有官府相关的政策律令为指导，民众若违反则有明晰的处罚规定，若完成超额，则有相应奖励，这与商鞅变法以来重农战之意相同。与之相应，各级官吏在传达、贯彻和执行相关政策律令，组织民众生产，管理民众生活时，也同样有系统法令规定，优则赏，劣则罚，使各级官吏不敢疏忽大意，只能唯天子之令是从，所以，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不仅控制了民众，也控制了各级官吏，造成民不敢犯，吏不敢违的统治效果，有力保障了国家一统。
第三，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与秦之速亡也有相当关系。这一政策的设计和本身是较为严谨和系统的，也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是秦一统天下，变革三代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时局转变，特别是大一统政局已经形成之后，秦对这一政策的依赖已经形成惯性，没有结合时局变迁加以调整，过于注重实践过程中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疏忽了百家之学的优长和价值，未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积极调整，使行政运作缺乏弹性，直接导致基层官吏在组织民众生产，管理民众生活时，唯朝廷政策法令为准，过分追求政绩，忽略了民众的不同诉求，从而导致“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footnoteRef:19]的严峻后果。制度设计与执行效果出现严重偏移悖逆，在缺乏相应思想理论指导和缓释的情况下，遂导致秦之速亡。 [19: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4页。] 

不由分说，皇帝由此成为无限的存在，变成一种极端专制。所以有学者也认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对文化的摧残远甚于焚书坑儒。 牟宗三先生主张，教育应当“以礼乐圣贤之道为教，以有德之人为师，而不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对人本性之摧残。说到底，它就是不将人看作一个真真正正的目的，人为法所限定，而不是法只是成就人之为人的目的的工具与手段。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严厉指责法家的一大罪恶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牟先生说道：“这是糟蹋人，他不把人当成一个人来看，只是把人民当作一个耕战的工具。结果秦朝一下子就垮了。”由此，秦代文化政策由开放兼容到专制禁锢，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文化专制政策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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